


书书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术委员会名单

主　 编
邓正来

主编助理
程　 农　 吴冠军

学术委员
林毅夫　 周国平　 许倬云　 林毓生
张维迎　 孙周兴　 童世骏　 姜义华
许纪霖　 何光沪　 马　 敏　 黄宗智
王　 焱　 俞吾金　 汪　 晖　 张曙光
葛兆光　 季卫东　 桑玉成　 史晋川
陈嘉映　 汪丁丁　 时殷弘　 陈平原
秦亚青　 张　 军　 周其仁　 葛剑雄
赵汀阳　 林尚立　 高　 毅　 郑杭生
陈弘毅　 邓晓芒　 张小劲　 徐　 勇
钱乘旦　 陈　 来　 陈维纲　 纳　 日
徐　 贲　 姚　 洋　 张旭东　 宋新宁
杨念群　 郝雨凡　 王铭铭　 许章润
秦　 晖　 任剑涛　 周晓虹　 王缉思
蔡　 窻　 邓正来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目 　 录
（２００９年总第２７期）

卷首语：重新发现中国 邓正来　 １
!!!!!!!!!!!!!!!!!!!!

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二）
周晓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

解读 １
!!!!!!!!!!!!!!!!!!!!!!!!!!

杨光斌　 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科学价值 １２
!!!!!!!!!!!!

常向群　 “个人—社会—国家三分法模型”及其案例浅析———“江镇”的
消失与“庙港社区”的崛起 ３３

!!!!!!!!!!!!!!!!

学术专论
陈　 来　 情性与礼义———荀子政治哲学的人性公理 ４３

!!!!!!!!!

刘清平　 从儒家悖论看正当对善的优先性 ５５
!!!!!!!!!!!!!

邹立君　 司法权能：法律程序理论的一种概念创作 ６４
!!!!!!!!!!

学术综述
刘　 倩　 统合主义与中国研究：文献综述 ７５

!!!!!!!!!!!!!!

孙国东　 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述评复旦高研院“政治学与中国
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 ９４

!!!!!!!!!!!!!!!!!

何　 雨　 陈　 雯　 “半乌托邦化”：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面相———基于
知识社会学的审视 ９９

!!!!!!!!!!!!!!!!!!!

论坛：“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国际圆桌论坛 １０９
!!!!!!!!!!!!!

【主编按语】 １０９
!!!!!!!!!!!!!!!!!!!!!!!!!!

林尚立　 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价值与事实 １０９
!!!!!!!!!!!!!!

　 　 杨光斌　 中国经验与政治学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１１１
!!!!!!!!!!!

顾　 肃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１１２
!!!!!!!!!!!!!!

张小劲　 政治学研究方法与中国政治学 １１４
!!!!!!!!!!!!!!

—１—



　 　 桑玉成　 关于我国政治发展战略的思考 １１７
!!!!!!!!!!!!!!

徐　 勇　 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与超越 １１８
!!!!!!!!!!!!!

陈明明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学科、领域与问题 １２０
!!!!!!!!!!

李　 强　 关于民主的理论思考 １２３
!!!!!!!!!!!!!!!!!!

贾庆国　 对“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的若干思考 １２５
!!!!!!!!!!

郭定平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解释学视角 １２７
!!!!!!!!!!!!!

郎友兴　 “结构性情景下的构建”：一个分析中国地方政治变迁的框架 １３０
!!

胡　 伟　 中国政治发展：理论分析与理论问题 １３３
!!!!!!!!!!!

周光辉　 政治学群体的专业化是提升中国政治学水平的主要路径 １３５
!!!

商红日　 关于乡村的故事：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谱系学思考 １３６
!!!!!

郁建兴　 重新思考中国公民社会及其发展路径 １３７
!!!!!!!!!!!

徐斯勤　 对于中国大陆政治学发展的初步观察 １４０
!!!!!!!!!!!

海外专论
Ｊｅａｎ Ｄ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ｉ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重建传统———探求全球化和

宗教及传统文化现代性的理论 １４２
!!!!!!!!!!

Ｔｅｒｒｙ Ｆｌｅｗ，Ｇｒｅｇ Ｈｅａｒ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ａｎｎａ Ｌｅｉｓｔｅｎ　 全球创造性经济中的
另类知识产权体制 １４７

!!!!!!!!!!!!!!!

Ｒｏｎａｌｄ Ｖ． Ｂｅｔｔｉｇ　 版权与文化的商品化 １５６
!!!!!!!!!!!!!!

　 　 萨拜因　 现代化的自然法理论 １６５
!!!!!!!!!!!!!!!!!

书评思考
韦　 森　 探究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的深层原因———评林毅夫教授的

《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 １７７
!!!!!!!!!

郑　 戈　 世俗时代的诸神对话———评查尔斯·泰勒的《一个世俗时代》 １８２
!!

杨国庆　 权利与功利主义———读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 １９０
!!!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往期目录 １９６
!!!!!!!!!!!!!!!!!!!!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稿约 １９８
!!!!!!!!!!!!!!!!!!!!!!

—２—



卷首语：重新发现中国

邓正来

　 　 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中，不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之认识对象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
认识本身所赖以为凭的话语系统亦需要根据当下中国的立场进行重构———否则我们将没有基本的哲学根
据去谈论所谓“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因此，“中国”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又是其思想根
据；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判准只能是“根据中国”。这意味着西方思想家，甚或中国先哲的思考绝对
不能代替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思考，西方学者，甚或中国先哲的答案也绝不是当代中国人自己的答案。因此，
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加强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为此，我们必须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
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现”中国。这里的“中国”绝不是１９７８年以前或更为久
远的中国，而是与其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
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并承载着中国人之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显而易见，这
里所讲的“中国”绝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亦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
下的中国，而毋宁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

为了引导中国学者加强对中国本身的理论研究，我们特设立了一个常规性的栏目：“主题研讨：重新发
现中国”。本卷集中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不同中国问题展开了深度研究：周晓虹《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解读》一文从“中国体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３０
年社会心态变迁的轨迹，并解读了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呈现出鲜明的“边际”特征：即传统与现
代的抗衡、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杨光斌《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
科学价值》一文则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提出了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国家的三条制度变迁路径，即英国—
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模式、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模式、俄国—中国的政党组织主导模式，并根
据这些制度变迁的基本经验提出了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常向群《“个人—社会—
国家三分法模型”及其案例浅析———“江镇”的消失与“庙港社区”的崛起》一文则以一个中国社区城市化进
程（从“江镇”到“庙港社区”）为个案、以“个人—社会—国家三分法模型”为分析工具解读了当下中国的社
会关系结构。中国社会是由个体、家庭和各种不同的单位为基础网络所构成，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人情”
为基础的，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中国政治制度看似非民主，但内在体系的灵活性使上下左右各种关系得以沟
通，当国家、社会和个人在关系上出现冲突时，其特定的人文环境能提供某种机制，使各方在虚虚实实的磨
合中创造出新的机遇。毋庸置疑，这三篇文章都是值得肯定的进行中国深度研究的理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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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讨： 重新发现中国（二）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２００９年总第２７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①

———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解读

◆周晓虹②

内容摘要：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变的同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发生了
显著的嬗变。经过３０年的社会转型，现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呈现出鲜明的“边际”特征：即传统与现代
的抗衡、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但从总体上说，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
变得越来越理智和成熟、越来越开放和多元、越来越主动和积极，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３０年
来中国人民经历的这场社会心态的巨大变革是现在越来越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中国经验”的一部分，或者可以干
脆将其称之为“中国体验”，它是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带给１３亿中国人民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积淀，并因此在精神层面
上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心态变迁；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

自１９７８年开始的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３０年的历程。在这３０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从２ ６５０亿美元增长到３． ６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
居世界第三的国家，而且我们通过制度的建设、民主法制的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正在向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迈进。进一步，经过这３０年的巨变，在整个社会发生结构转型的同时，中国人的
价值观、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或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心态，同样也发生了令人惊异的转型。像社会结构的
转型一样，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变化不仅范围广、影响深，而且因其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和独特性在给中国人民
五千年的精神嬗变历史打上鲜明烙印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迈进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心理范本。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３０年来中国人民经历的这场社会心态的巨大变革视为现
在越来越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中国经验”（Ｃｈｉｎ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③的一部分，或者干脆将其称之为“中国体
验”（Ｃｈｉｎａ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以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及其感受为核心的“中国体验”，是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带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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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项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反哺：科技进步与社会变迁中的代际关系”（０２ＢＳＨ０２２）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李培林：《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载苏国勋主编：《社会理论（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１３亿中国人民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积淀，它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一、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态及其近代嬗变
社会心态是不断演进过程中的社会的主观精神状态，因其变动不居和现实可感而常常成为社会变迁的

晴雨表和风向标。在常见的社会科学表述中，社会心态常常与价值观相提并论，这是因为无论是价值观还
是社会心态，都是一个社会共同的精神现象或主观表征，并且广义的社会心态也常常包含了一个社会的价
值取向。不过，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有相互区别的一面：前者是社会成员用以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本观点，并
因此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深蕴性；后者则是一种弥散而变动的社会心理状态，是价值观赖以形成的一般
心理基础。

长期以来，由于关注个体和小群体研究的心理学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君临天下①，导致“社会心态”一词
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基本处在边缘位置，它“并不是一个积累了很多成果的领域”②。在对社会心态研究感
兴趣的社会学家中，我们一般可以发现，他们都着重强调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宏观、动态及与重大社会历史
变迁的关联等特征。比如，杨宜音提出：“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
观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③；周晓虹认为：“在那些重大的社
会历史转型时期，都会伴随着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重塑”④；马广海更是直截了当地辨明：“社会心态是与特定
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动态社会心理现象⑤。我们认为，在讨论改革开放３０年
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这一主题时，恪守上述核心特征不仅具有准确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早在１８８６年，恩格斯就说过：“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
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
众、使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⑥。

要准确阐释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我们首先要回到３０年前，甚至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和社会
心态上去，因为这不仅是我们３０年来精神嬗变的起点，也是判别今天的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不可或
缺的参照系。自１８４０年西方入侵而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的嬗变开始，尤其是自包括现代心理学在内的近代科
学从西方传入以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以及所谓“国民性”就一直成为中外学者谈及中国人和中国
文化时津津乐道的主题之一⑦，并且至今仍然构成了诸多中国学者的学术旨趣⑧。

从最为简略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影响传统中国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制度结构和文化氛围入手，讨论

—２—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周晓虹：《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个体主义、实验主义与实证主义批判》，《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同上。
周晓虹：《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心态》，摘自李培林、李强、马戎：《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９页。
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

版，第２４５页。
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鲁迅：《鲁迅全集》（１８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林语堂：《中国人》，

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李亦园、杨国枢：《中国人的性格》，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沙莲

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台北桂冠图书公司１９９５年版；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
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讨论传统中国社会的性质时，能够发现，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会论及这样
四个方面：即农耕社会、封建皇权、宗法制度和儒家伦理。进一步，可以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
在几千年中确实从不同侧面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具体说来：①在有６ ０００多年历史的中国农耕社会
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它不仅阻碍了商品或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国民性格中
勤俭耐劳和冷漠无知、坚韧和保守的两重性；②长达２ ０００多年的封建皇权统治，给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
的社会心理都打上了抹不去的烙印，使得中国人具有鲜明的权威主义人格，或表现为面对强权时的安命不
争，或表现为大权在握时的残忍无情；③同样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法家族制度，使得中国人缺乏自我主义的情
绪表达和普遍的社会关注，他们讲究人伦关系、推崇忠孝礼义，但却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缺乏公德心，以
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
牲天下”①；④在上述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在２ 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
的儒家伦理，它所宣扬的核心内容就是封建等级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而它所推崇的
“仁爱观”、中庸之道以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既造就了中国人仁爱慈悲、中庸谦恭、安贫
乐道的一面，也使中国人常常摆脱不了虚假伪善、随波逐流、明哲保身以及“君子不器”等恶习的侵扰。

变化出现在１８４０年。在这一年的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封闭的大
门，在来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示范面前，中国被迫踏入现代的门槛，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
文明在向自己十分陌生但却充满生机的工业文明做出让步之后，也开始了向后者的缓慢但越来越迅速的转
变。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废除科举、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一件件巨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近
代中国的走向。尤其是１９１９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以儒家思想为核
心的传统文化和宗法制度宣战，并明确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否定，从戊戌变法
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制度层面，进一步引申到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层面。随后的文学革命和提倡白话文运
动、批判传统人格和改造国民性的主张，造成了传统人格和社会心态的坍塌。此后，伴随着古老的中国向外
部世界的被动开放，沿海地带首先开始从传统经济中剥离出来，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发展，并形成了一系列
与内地相对立的特色：物质和文化上都置于西方的示范效应之下；经济以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为主轴；文化
上向工商社会的价值观念迁移；租界的存在使行政和司法具有中国和西方双重主权和标准；社会具有面向
世界的全方位的开放性质②。如果不是１９３７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中国社会的近代变革无疑会向深
度和广度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１９４９年的革命，再度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但是，一场以反对封建和殖民文化为目标的革命，在其胜

利后的近３０年间却形成了更为坚固的传统或者用华尔德的话说“新传统”③，这却是当年的革命者自己也预
料不到的事情。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近３０年间，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农业学大寨和“文化大革命”，这些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制度性变革和广泛的社会运动，在相当的程度上
左右了中国人民的期望与选择，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改变发生了诸多积极的影响，但也造成了许
多消极的后果。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人民在这３０年间因上述重大社会事件所激发出的“革命”热
情与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有很大的差别，但无论怎样也不能算是现代的。革命的胜利推翻了皇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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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７页。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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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扫清以高度中央集权和个人崇拜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阴霾；革命的胜利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但
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样制约了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发育；革命的胜利铲除了血缘家族统治，但无所不包
的单位制和农村人民公社，在限制人们的流动和迁徙自由之后，也弱化了他们的创造性和竞争意识；最后，
革命的胜利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了儒家封建伦理和刚刚萌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最终却束缚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左右下，一个有１０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高度
政治化，同时又高度同质化或曰“去个性化”的社会心态。而从大跃进直至“文化大革命”，一系列世所罕见
的政治癫狂，都是这种社会心态的直接产物。
１８４０年后的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着中国原有的历史传统和西方后来的现代辐

射的双重影响。这样一种带有历史判断色彩的话语所具有的隐含之意是在这１００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
也不会因为一次甚至一系列革命而消失殆尽，有时传统甚至会借“革命”之名卷土重来。其实，我们马上就
会看到，直到今天为止，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的嬗变和重塑过程中，旧有的传统仍然常常体现出了
巨大的现实力量。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轨迹
历史是延续的，但不同的历史事件对人的生命历程和精神世界的影响是不同的，这又使得人们的历史

感是断续的。纵观３０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过程，我们可以以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里
程碑，将这３０年的嬗变粗略地划分为六大阶段。

传统价值观的断裂，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第一个阶段。造成中国传统价值观断裂的
真正原因，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由中国人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历史大悲剧。这场悲剧不同于１８４０年后
每每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所导致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次次动乱，因为它使中国人“痛定思痛”之余第一
次有可能将“反思”从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转移到自己文化肌肤的毒瘤之上。“事实上，只有这种‘不可
推卸’的‘自我反省’，才可能产生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文化批判，也才能造成几度欲断未断的中国传统价
值观的真正断裂。”①断裂首先出现在青年一代身上，因为这些怀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的一代率先投
身于伟大领袖倡导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又最先遭到了这场“大革命”的无情抛弃。因此，在十年浩劫刚刚
结束之际，他们即以“伤痕文学”的形式对整个十年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唤起了整
个民族对这段历史的深刻反思②，而且借助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力量，直接酿就了足以导致传统价值观和
社会心态发生断裂的巨大震颤。

传统价值观的断裂的直接后果是价值观的空白状态，这是嬗变的第二个阶段。对扭曲、窒息、摧残人的
灵魂和尊严的外在社会力量的批判，震塌了传统价值观这堵中国文化的“老墙”，也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暂时
身陷于精神世界的荒原之中。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由于旧的偶像破灭、新的人生目标尚未确立而产生的迷
惘感和失落感。尽管这种迷惘感和失落感由于１９８０年《中国青年》杂志所刊发的潘晓的来信———“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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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试论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青年界》，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伤痕文学”的代表者之一、作家刘心武在纪念“文革”中被迫害而死的１００多个作家时，以一种深邃的目光追问道：“为什么在我们共

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投身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昌盛的文艺事业，却还要作好牺牲性命的思想准备？”（刘心武：《向母亲说心里话》，
载《上海文学》１９７９年第１２期）。这说明，许多人对“文革”悲剧的思考已经从毛泽东个人的独断专行深入到制度和文化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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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以及其后主要由年轻人参加的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讨论，而被当时的人们理所应
当地归结为年轻一代的社会心态。但在事实上，当时的年长一代在他们几乎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所遭受的
空前劫难之前，其所感受到的迷惘和失落远甚于年轻一代。

嬗变的第三个阶段是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萌生。催生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力量来自改革和
开放两个方面：其一，就改革的力量而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导的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的推行，使得农村经济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８２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在这一基础上，１９８４年党的十二
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决定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二，就
开放的力量而言，由于世界文明浪潮的波及、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不仅１９８４年的中国掀起了一场“现代
化”的学习热潮，人们也普遍经受了“全球意识”、“第三次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等现代观念的冲击。在改
革和开放两股力量的推动下，在相当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中间开始萌生了富有现代气息的价值观和社会
心态。他们开始渴望能够主动地介入，而不再是被动地依附经济生活和社会事务，开始积极地从商、从政、
从事任何能够自觉发挥个人才能、提高生存价值的工作；想名、想利、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留下自己的
足迹。一时间，“深圳速度”、“步鑫生”、“‘傻子’年广久”、“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成了人们谈论的“热
点”，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观念更新”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在文化与教育领域，“异化
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文化热”以及“文凭热”也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不仅缓解了改革开放之初年
长一代知识分子由于“和西方学术界长期隔离……跟不上他们在这３０年里的变化”而产生的“苦恼”，而且
推动了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和观念更新。进一步，在沿海开放城市，年轻一代甚至开始同一些陈旧的观念展
开了直接的交锋：比如，１９８８年，蛇口、深圳和北京等地的青年就公开对当时的几名闻名遐迩的“青年导师”
的作用表示怀疑，并对他们所宣扬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

嬗变的第四个阶段是顿挫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必然结果。在新价值观开始萌生的
第三个阶段，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矫枉过正的危险，因为传统的价值观虽然已经发生颠覆性的断裂，但孕育
全新价值观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完全形成，而拂面而来的改革开放之风却使相当多的人开始变得浮躁。加之
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诸多新事物泥沙俱下，它们既可能使一部分人兴奋，也
可能使另一部分人不满。比如，社会政策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经济上的“双轨制”则为部分权势
阶层先富起来创造了条件。这样，在“相对剥夺”的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下，许多人的社会心理天平失衡了。
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整个社会竟形成了一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复杂社会心态。这种
社会心态形成了结构性的张力，而一些突发事件则成了１９８９年“六四”政治风波的导火索。自此之后的三
年顿挫中，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转变不但停顿下来，而且陷入了新的迷惘和困惑之中。

接下来的第五个阶段可以称作是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复苏阶段，它的标志十分清晰，就是邓小平
１９９２年２月的“南巡讲话”。在此之前，作为“六四风波”的对应物，中国社会再度出现了“左”的思想潮流。
有人认为，这场风波是阶级斗争的最大反映，因此反和平演变是当务之急；也有人认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
济是孕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土壤，而“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在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须坚持搞经济建设，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这不但稳定了人心，更重要的
是引发了随后而起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热潮。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明
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并通过其后的《宪法》修正案固定下来。至此，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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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潮在中国大地上不可遏止地奔腾开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重新进入复苏阶段，一个与
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心态开始孕育而生。

不要低估１９９２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冲击。美国《时代》周刊曾数次将邓小平的
头像刊登在其封面上。１９７９年，当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时，这家杂志说：“为什
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
而１９９２年的南方巡视则让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这家杂志的封面上，文章写的则是“航空母舰”在１３年
里的第二圈①。从１９９２年开始，这第二圈走了五年。１９９４年，我们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市场经济的热潮深
刻地影响到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在当年度我们完成的流行语评选中，下海、炒股、申办奥运、第二职业、大
哥大、大款、发烧友、发、打的和老板名列前１０位，充分显示了１９９２年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景况②；而同期完成
的另一项研究则表明，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呈现多元化的趋向、代际之间的差异变得更为明
显、隐私权开始受到尊重、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变得愈加宽容，但在人们旧有的道德观发生裂变的同时，全新
而清晰的道德观尚未形成③。

最后，我们以１９９７年为界，将其后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划为第六个阶段，或者称其为发展期。
１９９７年之所以会成为这一时期的起点，是因为在这一年的２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撒手西去，
而这一年９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将沿着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坚定不移
地走下去。从１９９７年开始，一晃又是１０年过去了。在这１０年或第六个阶段中，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
嬗变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再出现过改革开放前２０年中出现过的大起大落，中国人民的社会心态变得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稳健从容。我们认为，邓小平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塑造了一个民族成熟的社会心
态———她不再会因自己的领袖人物的交替而出现动荡不安，而这恰恰是现代公民社会建立的基本前提。

三、边际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群像
边际人（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Ｍａｎ）也可称为“过渡人”或“边缘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这一概念的内涵最初是由

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赋予的。齐美尔不仅在《陌生人》中论述了与边际人十分类似的一种特定的心
理和行为模式④，而且他本人实际上就长期扮演着一种“异乡人”或“陌生人”的边际角色。接着齐美尔，
１９２８年，罗伯特·Ｅ·帕克发表《人类的迁移与边际人》一文。沿着齐美尔的思路，帕克将边际人形象地比
喻为文化上的混血儿，他们寄托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之中，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他们的自我概念是矛盾
的、不协调的。用帕克自己的话说，边际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外来
者”。不过，这种边际性，不仅是一种负担，同时也是一种财富。因为“相对于他的文化背景，他会成为眼界
更加开阔，智力更加聪明，具有更加公正和更有理性观点的个人。‘边际人’相对来说是更为文明的人类。”
“正是在边际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
的内心──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我们可以最佳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过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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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将边际人划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处在两种社会形态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两种时代交界处的特定人
格，就像当年恩格斯称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和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这是所谓历时态边际人；其二
是处在两种文化接壤处的特定人格，他们由于国际联姻、出访、留学、移民等原因而生活于两种不同的文化
中，因此又称共时态边际人①。

我们可以将历时态边际人称之为“过渡人”，而将共时态边际人称之为“边缘人”。其实，无论是过渡人
还是边缘人都是边际人，其间的区别只是在前者是文化转型的结果，在后者是文化交融的产物。但是，在我
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和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融常常是一种相伴而生的现象：一方面，
我们的文化因与外部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融而发生或加快了变化；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因变化和转型更
增添了对外部尤其是西方文化吸收的紧迫性和包容性。因此，在整个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化间的交
流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又常常以比以往的社会快百倍、千倍的速度发展的现
代社会，边际人确实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转型人格，甚至可以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社会成员身
上都或多或少地孕育着边际人人格的萌芽。

早在１９５８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Ｄ·勒纳就通过对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过程的研究得出结论：如果一个
社会中有许多人都成为“过渡人”或“边际人”时，这个社会就开始由传统走向现代了。在他和后来的另一位
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看来，“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灵的状态：进步的期望、成长的倾向以及使自我适应变迁的
准备……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在人格上有所调整，即要具有一种‘心灵的流动’及‘移情能力’”②。在勒纳
眼中，边际人是置身于“传统—现代”连续统上的人：他既处在传统之中，又置身于传统之外；他既跨进了现
代的门槛，又未完全投身于现代的怀抱。与此相应，他的行为也受着“双重价值系统”的支配，他渴望现代的
刺激，但又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制肘。
１９９６年，叶南客在论述“边际人”时，曾将现时中国人的人格和社会心理特征归结为一种积极的“人格

分裂”或“二元人格”。这种“二元型的人格，在历时性上身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是个‘过渡人’；在
共时性上又身负相异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个‘边缘人’”③，它是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或者说
是转型或过渡社会给“边际人”烙下的最深刻的标志。如果说“边际人”真的准确地刻画出了现时中国人的
社会心理群像，那么这种二元化特征就是“边际人”的最本质特征。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将这二元特征
视为一种连续统，这种非绝对的两分法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合适的分析构架。我们也可以按这一思路，
论述现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

（１）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表现出了传统与现代的颉颃。传统与现代这一对主题，已经
缠绕了中国人１００多年。显然，如上所述，如果我们不将传统和现代视为相互对立和排斥的两极的话，或者
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任何社会既不存在纯粹的传统性，也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将这
１００多年来的历史视为“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或者视为传统在功能上对现代性
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④。这样一来，虽然传统和现代仍是一对相互颉颃的主题，但１９１９年“五四时期”讨
论的传统与现代和今天已经有了相当的区别；而今天的中国人所以更为现代，也就表现为他们不再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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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视为绝对对立的两极，也不会为了“恭迎”现代而将传统打翻在地。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已经看到，传
统与现代虽然仍有发生冲突的可能，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是能够共存共生的。不仅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
究证实，传统和现代的心理特征是能够同时并存的①，而且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推行的现代化过程
中，经济发展和民间传统文化确实在许多地区都展现出了互为依托的现象：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为民间传统
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民间传统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在地方工商业的兴起与社会互助中
（也）扮演了重要角色”②。

（２）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反映出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理想之所以还会激励着每一
个中国人，是因为中国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３０年来的进步，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希望；
但是，现实又令人不满意，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眼界的不断开阔，人们对生活产生了更高的要求。当然，
经过３０年来的嬗变，中国人不再会固执于某一个极端。在面临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时，他们既不会因屈从现
实而放弃理想，也不会因固守理想而无视现实。相反，他们往往会力求在两极之间寻求某种兼顾。２０００年
初，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了根据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
保尔·柯察金这样的英雄人物依然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共鸣。同年进行的一项对北京高校学生的调查表明，
大学生们在对美国微软帝国的创始人比尔·盖茨顶礼膜拜的同时，依旧对保尔·柯察金保持了足够的敬
意。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更倾向于将盖茨视为现实世界的榜样，而将保尔视为精神世界的偶像③。与此相
似，另一项调查表明，在北京青少年的择业观念中，理想和现实也一直处在一种有限度的张力之间：他们最
崇拜的是科学家，但他们最想当的是企业家④。理想与现实之间既有落差，他们又对这种落差抱以宽容之
心，说明一种多元价值取向已经成为中国人行为选择的标尺。

（３）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体现出了城市与农村的对峙。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社
会学家Ｌ·沃思就指出过，“城市与乡村在当代文明中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极。城与乡各有其特有的利益、
兴趣，特有的社会组织和特有的人性。它们形成一个既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世界。两者的生活方式互
为影响，但又绝不是平等互配的……随着城市的影响不断地向广大农村渗入，农村人也在被改造的过程中，
两者之间的差异最终是会逐渐消失的”⑤。在中国，城乡分治多年，加之城乡之间的差别一直十分巨大，由此
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模式：都市人格和乡村人格。前者是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模
式，具体表现为精明、开放、享乐，自我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异质性、积极进取、业缘本位；后者则是与传统的
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吻合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敦厚、耐劳、封闭，他人取向，行为方式上
的同质性、消极自保、血缘与地缘本位⑥。其实，人格特征上的城市与农村的对峙，并不仅仅发生在市民和农
民之间，每一个具体的人也都可能同时存在这两种不同的人格和行为特征。因此，有的市民在行为方式上
可能更“乡村”一些。比如，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爱护公共卫生，因为他们本质上尚不适应同生共济性更
强的城市生活。同理，有的农民在行为方式上则可能更“城市”一些。比如，在我们的研究中，苏南的周庄农
民为接触现代工业文明付出的代价较小，并因此形成了适应变迁的“秩序感”；而温州的虹桥农民在建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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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有的乡村工业的过程中付出了较高的心理和社会代价，但也获得了高度的个人自主性和效能感①。再
比如，在李培林等人的研究中，由于进城以后获得的利益在不断增长，“农民工并没有因为较低的收入水平
和经济社会地位而表现出消极的社会态度，反而呈现出预料之外的积极社会态度”②。

（４）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二元性，体验到了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的
东西方冲突始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进入颠覆了中华帝国的“天朝”心态。紧接着，１８７０年的洋
务运动推动了西洋器物文化大规模流入中国；２０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又使得科学、民主、人道主
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开始了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不能不在
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留下二元性的结构特征，这也是造成现时中国人的边际性的主要成因之一。

西方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东方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或是家族主义的③，或是情境或关系
主义的④，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是集体主义的。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论⑤，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西方文化
崇尚个人的自主和独立，他们在社会互动中也具有平等和民主的行为模式；而东方文化强调以家庭或家族
为中心，强调服从权威，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国家权威，概莫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成为唯一的
利益主体，国家的利益更是取代了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利益，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开始主导
人们的行为。作为集体主义精神之典范的“雷锋精神”，就倡导“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拧到哪里，就
在哪里闪闪发光。这种集体主义，片面强调集体的至上性和绝对性，严重忽视个人的存在，不能实际地满足
个人的正当需求，最终必然迫使个人去关心自己，脱离集体去谋求自己的发展，使得集体主义最终也只能徒
具其表，成为一种“虚假的集体主义”⑥。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１９９２年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上述
“虚假的集体主义”开始向“真实的集体主义”转变，力求在集体和个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这种集体主义之
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现实的价值取向，乃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兼顾个人与集体的两重性：一方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以追求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就必须尊重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社会分工和高度社会化的产物，它需要每一个社会主体间的分工合作，这又为集体
主义留出了生长空间。可以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充分尊重个人利益和个人选择的同时，“反对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⑦，就一定能够走出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的困境。

四、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变迁趋势
我们用了万余字的篇幅，论述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心态，论述了１８４０年以来、新中国成立以

来，尤其是１９７９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这１００多年，尤其是这３０年以来，
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的嬗变是巨大而又深刻的，从我们叙述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总体态势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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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相一致，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在发生着传统向现代
的嬗变和跃升。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延续了近３０年，进入２１世纪后，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又
有哪些新的趋势呢？

第一，经过３０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而成熟，他们的社会心理承受
力将进一步提高。社会心理承受力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社会心理结构系统，是因改革开放而生的一个
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甚至这一概念本身就产生于改革开放后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①。因为改革开放，因为经
济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的重组和利益关系的变化，以及利益分配方式的改变；也因为
改革开放，新的社会或利益阶层出现了，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还因为改革开放，我们原有的社
会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弊端暴露出来，各种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也大为上升；这一切都使传统的价
值观和社会心态受到冲击，导致了人们的精神震荡和心理失衡，所以自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间的改革初期人们的
社会心理发生了剧烈的动荡，１９８８年的经济动荡和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都为此写下了注脚。但是，自１９９２
年后，尽管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前１０年，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住房
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改革或变化，这些改革或变化在造福一大批人的同时也影响到一部分
人的生活，但整个社会却并未因此出现危机的征兆。这说明人们对改革进程不再抱以盲目的乐观态度，问
题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素养，并且学会了参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地看待问题②。尽管在目
前的大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与政府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提高有关，也与中国人的人际
关系网络能够提供一定限度的心理舒缓和社会支持有关，但中国人社会心理承受力的提高同样也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

第二，经过３０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多元，他们对各种外来文化
和其他亚文化的接受能力也不断提高。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折过
程。和１８４０年的被动开放不同，１９７８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十分高涨，但这种
积极的接受态度在１９９９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以及日本首相三番五次参拜靖国神社后曾出现了短暂的
变化，但最近几年随着“奥运会”的来临和召开，中国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对外民族的文化接受形成了
相映生辉的局面。２０００年对中、日、韩三国青年社会意识的一项比较研究表明，同日、韩两国青年相比，中国
青年不仅具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感，而且还具有较为强烈的为国家富强做贡献的愿望③。相似的多元文化心
态也表现在不同的代际之间，我们的研究发现，同改革开放早期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
突相比，现时的两代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更为融洽与和谐的代际关系，一种被我们称之为“文化反哺”的代际
沟通方式正成为中国社会不同代际之间的沟通桥梁④。

第三，经过３０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主动和积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
增长、中国在世界主流国家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对国家的未来也越来越充满信心。２０００年进行的一项
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市民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国人对新世纪的中国发展充满了信心⑤。中国人自信
心的提高，并不仅仅是精神嬗变的单纯结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以中国社会３０年来的经济变革和国力增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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